
走过百年的中国考古，以自己的方式命名

了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很多原本极其普通的

小地名因为与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相关而著名

起来，比如大汶口。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确立，是新中国考古

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一文化将我

国东方地区已知的史前历史由龙山文化提前

了 1500 余年。持续的科学考古也揭示了大汶

口文化由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完整发展过

程，从而为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证。

不断丰富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空间分布以泰沂山为中心，

包括黄、淮下游的山东全省、江苏和安徽北部

以及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面积超过 20 万平

方公里。时间上可以划分为 3 个时期，早期距

今约 6000—5500 年，中期约距今 5500—5000
年，晚期约距今 5000—4500 年。

1959 年，为配合津浦铁路复线工程，考古

学家在山东泰安大汶河南岸的堡头村西，发掘

133 座史前墓葬。墓葬内的随葬品丰厚而精

美，墓葬之间差别巨大。出土文物随后在北

京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发极大

关注。

1962 年，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从考古

层位上确定了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

于龙山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

先生适时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利用我

国公布的第一批碳 14 测年数据，夏鼐把大汶

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 4300—2300
年之间。

1974 年，考古报告《大汶口》由文物出版

社出版，同时还刊载了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

几件陶器刻画图像。依据这些新的考古资料，

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

生于 1976 年发表了《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

史》的文章，掀起探讨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

热潮，先后发表论文 30 余篇，拉开了中国文明

起源和形成研究的序幕。1979 年，山东省博

物馆主持发掘莒县陵阳河等遗址，第一次发现

出土图像文字的大型墓葬。古文字学家于省

吾、唐兰、李学勤、裘锡圭、高明等，先后研究了

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图像文字，认为与甲骨文

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存在密切关系。

21 世纪以来，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

的研究，关于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工作重心转向

了聚落，在多处发现大汶口城址和反映社会结

构变化的贵族墓地。其中 2017 年发现的章丘

焦家大汶口中期城址和墓地被评为当年中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其实海岱地区存在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

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此时属于原始农

业 时 期 ，人 口 数 量 不 多 ，属 于 典 型 的 地 广 人

稀，加上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采集和渔猎构

成此期人们主要的生计方式，而农业经济还

处于一种补充的地位。从大汶口文化开始，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考古为我们提示出这一

演进过程。

多姿多彩的文明内涵

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人口数量和分布

密度都有所加大，分布区内的生业经济发展

水平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环境较好的部

分地区，如地处东部沿海的胶东半岛和鲁西

邻近湖泊地区，渔猎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生

计方式。如胶东半岛沿海的遗址，堆积中保

存着大量贝壳和动物骨骼，俗称“贝丘”。而

这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遗址

广布于沿海地区。内陆的临湖地带也有类

似情况。多数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

展，逐渐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

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情况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农业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在农作物方面，除了此前已经驯化的旱作农

作物粟和黍，还从南方传来水稻，甚至独立

驯化了野生大豆，使之成为“五谷”的重要成

员。从这一时期的良渚文化发现规模宏大

的水坝和成规模的“井”字形稻田来看，与其

同等发展水平的大汶口文化，也应该存在较

大规模的农田和水利设施。来自南方的稻

作农业经济，落地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之

后，又与其他文化因素一起跨过渤海海峡，

传播和扩散到辽东半岛甚至更远的东北亚

地区，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生产为玉

器、骨牙器工艺和陶器生产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部地区形成了

北（红山系）、中（大汶口·龙山系）、南（良渚

系）三大玉器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玉

器数量不多，到中晚期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玉器文化。大汶口玉器多为片

状玉器，开料技术由以线切割为主向片切割为

主过渡；玉器的功能由装饰为主转向礼仪和装

饰并重；玉钺、玉刀、玉璧和玉璋是之后的二里

头文化玉礼器的主要来源。

大汶口文化的骨牙制作技艺亦达到空前

的水平。大象、鹿类、野猪、熊等大型动物的骨

骼和牙齿，都被精工细雕，采用切割、研磨、雕

刻、镂空、钻孔等工艺。大汶口墓地出土的象

牙梳和骨雕筒，雕镂各种花纹，并镶嵌以绿松

石等彩色石饼，叹为观止。

大汶口文化用瓷土烧成的洁净白陶代表

了中国甚至世界古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陶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

之一，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到大汶口文化时期，

陶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

界。以白、黑、红三色绘就的各种复杂彩陶图

案，在早期阶段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快

轮拉坯成型技术的发明，使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和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登上了中国陶器制作

的高峰。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聚落群的内部开始产

生分化，出现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差别。也

就是说，多数区域开始进入大小两级结构的初

级分层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出现了大中小三级

结构的聚落形态。较大的中心聚落一般构筑

有防御性质的环壕，普通的小聚落则没有防御

设施。

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群的规模继续

扩大，表现为金字塔状结构的三级聚落形态成

为流行模式；中心聚落，在原有环壕的基础上，

创造出一种有城墙的新聚落：环壕城址。考古

学家目前在海岱地区发现的大汶口城址至少

已有 6 座，遍布于山东和苏皖北部地区，包括

鲁北的章丘焦家、鲁南的滕州岗上、皖北的固

镇垓下、鲁东南的日照尧王城和五莲丹土、苏

北的连云港藤花落等遗址。这种由城、环壕和

普通聚落构成的三级结构的聚落形态，可以与

文献记载的“都·邑·聚”模式的早期国家结构

相对应。

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邳州花厅和莒县

陵阳河等遗址，均发现成片分布的大汶口中晚

期墓地。墓地内的墓葬既有棺椁齐备、随葬品

丰厚、高端礼器充盈的大、中型墓葬，也有一贫

如洗的普通小墓，证明当时社会的阶层分化非

常突出。

交流互动从未停止

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大汶

口文化时期达到一个高潮。

中原地区的庙底沟彩陶艺术极大丰富了

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

东方地区的彩陶数量和纹样、图案及色彩种

类，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大汶口人在吸收

外来因素的同时，很快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和

风格的彩陶艺术，如多种彩色绘就的八角星、

云雷纹以及各种风格的几何形纹样等。

随着实力的增长，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力、

传播力开始增强。在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还

局限于京杭大运河一线的西侧。中期开始，大

汶口人掀起了一个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和发

展的浪潮，占据了皖北和鲁西南地区，并迅速

推进到豫东的商丘和周口地区，极大拓展了大

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而文化传播的区域更

远，到达了豫中的郑州至平顶山一线，在一些

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中，考古

工作者发现了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物。在豫

西陕东、晋中南、豫南和鄂西北等广大地区，也

有它的文化因子，我们据此可以画出一张大汶

口文化西渐图。

不同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共同促进了区域

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教授）

图①为陵阳河遗址陶器上的刻画图像。

图②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彩陶图案。

图③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白陶。

版式设计：赵偲汝

大汶口文化：黄河下游考古的重要收获
栾丰实

从距今 4000 余年的齐家文化铜镜至清代

镜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

铜镜文化”展，首次全面、系统地展出了国博馆

藏铜镜及其相关文物，时代蝉联，体系完备，让

观众大饱眼福。

汉镜：“中国大宁”

1952 年 ，在 湖 南 长 沙 北 郊 伍 家 岭 发 掘

出 土 一 面 鎏 金 中 国 大 宁 四 神 博 局 镜 ，这 面

镜 子 在 纹 饰 、铭 文 及 工 艺 三 方 面 都 有 独 特

之 处 。

一 是 纹 饰 布 局 ，四 叶 纹 钮 座 外 围 以 双 线

方 框 。 框 外 四 隅 各 置 一 枚 乳 丁 ，其 间 以 双 线

弦 纹 圈 相 连 。 方 框 外 四 面 正 中 为 T 形 纹 ，

与 其 外 侧 的 L 形 纹 相 对 ，方 框 四 隅 外 与 V 形

纹 相 对 ，由 此 形 成 博 局 纹 四 方 八 极 的 经 典

图 式 。 框 外 置 以 青 龙 、白 虎 、朱 雀 、玄 武 四

神 ，并 与 其 他 神 兽 构 成 组 合 。 青 龙 、白 虎 、

双 角 兽 的 形 象 设 计 大 胆 、新 颖 ，突 破 了 内 外

区 的 界 限 。 四 神 及 其 他 形 象 之 外 的 空 白 区

域 ，铺 满 连 绵 不 断 的 云 气 纹 ，使 得 整 个 镜 背

呈 现 出 繁 缛 复 杂 、密 不 透 风 的 特 点 。

二 是 博 局 纹 之 外 有 一 周 铭 文 带 ，包 括 52
字 篆 书 阳 铭 ，其 中 有“ 中 国 大 宁 ，子 孙 益 昌 。

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铭文中“中国

大宁，子孙益昌”一句，表达出汉代人期盼华

夏康宁、世代昌盛的美好愿望。

三是铸造工艺，在该镜背上进行了鎏金这

一特殊工艺加工，使之更加具有灿然夺目的美

感。此类汉代鎏金博局镜，在湖南、江苏、广西

等地发现相对较多，在中原地区出土极少。

唐镜：花舞大唐

在“镜里千秋”特种工艺镜展柜中，展出一

面唐代金银平脱羽人花鸟镜。该镜为圆钮，以

金银片镂刻四重八瓣莲花纹圆钮座。钮座外分

为内、外两区。内区自钮座四面正中，向外各伸

出一心形花瓣纹，其间满饰花鸟、飞蝶。外区接

近镜缘，四面正中分别饰以羽人、鸾凤各二，相

间分布，呈顺时针方向排列，其间饰以花鸟。直

径 36.5 厘米、缘厚 1 厘米。镜背刻画的形象以

银片为主，金片为辅，镜背上精致、细腻的花鸟

纹饰让人想起唐代诗人卢照邻《元日述怀》中的

诗句：“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历史上属于唐代两京地区的陕西西安、河

南洛阳都发现有金银平脱镜实物。1963 年，陕

西历史博物馆在西安东厅门征集到一面金银平

脱天马鸾凤镜，直径 30.1厘米。1970年，洛阳关

林镇卢氏墓出土一面唐天宝九载（750年）的金银

平脱鸾凤花鸟镜，直径 30.5厘米。日本正仓院收

藏有一面金银平脱花鸟镜，直径 28.5厘米。通过

比较，笔者认为国博收藏的这面铜镜，是目前已

知世界上现存直径最大的唐代金银平脱镜。

宋镜：国色天香

1957 年，山西忻县城南豆罗村出土一面北

宋缠枝牡丹纹镜。此镜为八瓣牡丹花形钮座，

其外环绕钮座、等距分布四朵硕大盛开的缠枝

牡丹纹。镜钮右侧中部铸一楷书体阳铭“程”

字，应是铸镜工匠姓氏。四朵缠枝牡丹纹外侧

饰联珠纹、花瓣纹各一周。镜背纹饰为浅浮雕，

花蕊、花瓣、枝叶纹理清晰，铸造精细。

大唐士人钟爱牡丹。唐代刘禹锡《赏牡丹》

中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佳

句。宋承唐制，人们对牡丹的热爱丝毫未减。

《洛阳名园记》记述了北宋洛阳城人们观赏牡丹

的盛况：“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

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

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人们将牡丹形象作为

一种吉祥图案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这面铜镜上铸以四朵缠枝牡丹纹正是宋人

酷爱牡丹的缩影。

清镜：百子呈祥

此次展览展出了一面清代百子图镜，亦称

婴戏纹镜。镜为圆钮，钮顶平面铸七字楷书阳

铭“湖州薛晋侯自造”。镜钮上、下形成一条纵

向中轴线，自上而下安排了四组分量最重的人

物组合，分别为五子夺魁（盔）、两子相向而立持

笔与执如意、三子盘腿而坐斗草、四子围坐裁纸

习书。在其外侧，布置单人、双人、山石及花

草。左上角立有两子，分别执荷花、捧盒，“荷”

与“和”谐音，“盒”通“和”，有“子孙和合”的寓

意。其下方立童子一人，肩扛长戟，下坠一磬，

“戟”与“吉”音同，“磬”即“庆”音，暗含“吉庆有

余”的意象。左下角一童子手持桂枝，下坠绶

带，“桂”音通“贵”，“绶”同“寿”，或有“贵寿无

极”之意。

该镜通体呈灰褐色。镜背以白描手法单线

勾勒，铸出人物、植物及山石形象，儿童形象突

出，共计 32 人。此镜在构图上独具匠心，以镜

钮为中心，大致分为内、外两区来布置人物形

象，分布均匀，疏密有致，组成一幅生动活泼的

《百子图》，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此类题材的

百子图镜中实属罕见。

汉、唐、宋、清，不同风格的镜子，静静陈列

于国家博物馆，无言诉说着岁月的流逝。尤其

是“中国大宁，子孙益昌”的镜上铭文，穿越时

空，表达出古人的美好心愿。

铜镜文化的魅力
霍宏伟文并图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丰富

内涵，是中国考古学繁荣发

展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从

4 个方面理解中国考古学的

特色。

筑牢中国理论之基。考

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

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

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

具 有 鲜 明 的 历 史 学 属 性 。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伴随

着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中 国 的 传

播，唯物史观也逐渐进入中

国学界的视野。1930 年，郭

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融

文献记载、甲骨文和金文材

料于一体，出版了《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

考古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夏鼐

和苏秉琦都自觉地学习和接

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倡

导在正确史观引导下，实现

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

史而考古”的转变。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

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考

古 学 的“ 中 国 学 派 ”宣 告 成

立。新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

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唯

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研究历

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发现

历史和解释历史是考古学的

基本职责，以史育人是考古

学的重要使命，什么样的史

观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解

释和历史书写。广大考古工

作 者 只 有 不 断 加 强 理 论 修

养，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与本学科材料的有机

结合，才能构建起新时代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的理

论体系。

探索中国方法之用。经

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工作实践

和不懈探索，中国考古学在

田野发掘、年代测定、成分分

析和文物保护等领域的技术手段不断成熟规范，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技术体系，诸如土遗址

和有机质文物的发掘与保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处

于领先地位，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以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田野发掘技术为

例，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殷墟考古发掘中，以梁思

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既充分借鉴西方考古地层

学的长处，更从中国古代遗址的具体实践出发，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并传承至今。在理论方

法层面，以苏秉琦、俞伟超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以

器物类型学分析为基础，开创性地提出了考古学区

系类型理论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坚定学科自信，博采众

长，守正创新，围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

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根本任务，大力开

展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研究，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

法在本学科中的运用，特别是要在田野发掘技术、考

古信息提取、文物成分分析、科技检测手段、遗迹遗

物保护、历史场景复原以及考古历史融合等关键领

域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

凝练中国问题之核。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

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926 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

阴村遗址的中国考古学者第一铲就具有鲜明的问题

导向。1930 年，受蔡元培、傅斯年的委派，中国“第

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不远千里，奔赴黑龙江齐

齐哈尔市，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命名了

昂昂溪文化，在关键的时刻，用出土文物实证了东北

地区的文化渊源。上个世纪 70 年代，随着考古材料

的大量累积，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要聚焦“中国文

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

发展”等重大问题。

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古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迫切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治国理政的

智慧。考古工作者要立足田野一线，通过对考古材

料的深入理解，凝练重要问题，做关乎民族复兴和文

化自信的学问，当识大体、陈大义、有关怀、能担当的

学者，把考古学建设成视野宽广、格局宏阔的学科。

阐释中国文明之美。人类文明充满了多样性，

每一种文明都诞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形成了自身

的文化传统，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考古研究表

明，诞生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人类文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历经文化谱系构建和古史重建之后，中国考古学

的学科重心必然要转向文明阐释的主战场——“凝

练文明基因，阐发传统价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

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

考古学者要善于运用考古学的手段，科学挖掘

蕴含在中华文明瑰宝中的优秀文化基因，深入研究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特

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贡献，深刻阐释中华文

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的价值传统，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美美与共”。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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